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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wo dimensions of leisure activities organization and leisure resources，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leisure activities of the new gen-
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isure activitie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re constituted by recreation，learning，social interaction and ornamental partici-
pation，and showing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fter controlling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control variables of the sample，the higher the frequency of structured leisure activi-
ties，the more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 stable time structure． The formation of leisure life
routin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good for develop leisure behavior habit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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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to promot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leisure activities such as entertainment，social interaction
and ornamental particip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leisure resources not only expand leis-
ure space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but als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leisure
resources，it can provide more leisu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
participate learning，social interaction and Ornamental activities． The study also show that the
greater the choice space of commercial leisure resources，the more able to meet the different lev-
els and types of leisure needs，and this can enhance consumer confidenc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so as to promote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 and ornamental activities． Moreover，
the higher the availability of public leisure resources，the smaller the barriers to leisure，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end to participate in four types of leisure activities．




























休闲制约文献的是司格特(Scott D)于 1991 发表于《Leisure Sciences》的“The problematic nature of participation in contract
bridge:A qualitative study of group － related constraints”一文。这种“协商”常常是适时调整以灵活应对，而不是直接取消参与。





































(李培林，田丰，2011)。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5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 年农民工总量为 27747






高，但工作耐受能力低(参见段成荣、马学阳:“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状况”，刊《人口与经济》2001 年第 4 期)。



































































单随机抽样方法各抽取 4 个县(市、区) ，接着从每个样本县(市、区)中，随机抽取 3 个乡镇，再从每个乡镇中
各随机抽取 60 户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这样在福建、湖南和贵州三省共抽取到 2160 个新生代农民工家庭。
第二步是入户调查，从以上抽取的 1920 户农民工家庭中各抽取 1 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如果抽中
的一个家庭中有 1 名以上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则通过生日法(最接近 7 月 1 日)抽取调查对象。此次
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 216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735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0． 32%。其中，男性新生代农民工
979 人，占总体的 56． 4%，女性新生代农民工 756，占总体的 43． 6%。
2． 3 变量界定




一项关于农民工的调查问卷①，选取了 15 个指标作为测量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的量表(见表 1)。答案为
“几乎没有”、“一年数次”、“一月数次”、“一周数次”、“每天”，分别赋值 1 至 5 分。这 15 个指标的 Cron-
bach’s alpha系数为 0． 879，表明其具有很高的内在一致性。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对其先进行 KMO和
球形 Bartlet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Bartlett值 = 14609． 326，p ＜ 0． 000，且 KMO统计量为 0． 713，表明变量之间
·301·
①参见朱力．中国民工潮［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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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相关，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采用正交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活动进行因
子分析，在保证特征根取值大于 1、共同度大于 0． 4 的情况下，结合碎石图结果判断抽取 4 个因子，并根据其
特征将其分别命名为“娱乐消遣因子”、“学习提高因子”、“社会交往因子”“观赏参与因子”，4 个新因子的累
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66． 551%。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本研究将以上因子分析后所得到的各个初始因子值加以
转换，使其变为范围在 1 至 100 之间的指数①，因子得分情况见图 2。











N1 逛街、散步 0． 954 0． 039 － 0． 096 0． 082 0． 927
N2 下棋、打牌、打麻将 0． 887 － 0． 099 0． 041 － 0． 069 0． 803
N3 与家人、朋友、老乡聊天 0． 879 － 0． 110 0． 022 － 0． 064 0． 790
N4 看手机、上网(家里或网吧) 0． 842 0． 133 － 0． 003 － 0． 204 0． 769
N5 洗头、洗脚、按摩 0． 777 0． 190 － 0． 004 0． 133 0． 657
N6 睡觉休息，什么也不干 0． 709 － 0． 063 0． 297 0． 139 0． 614
N7 做手工(比如刺十字绣) 0． 122 0． 797 0． 102 0． 037 0． 661
N8 去图书馆 /博物馆 /展览馆等文化场所 0． 033 0． 719 0． 414 0． 187 0． 725
N9 看书 /读报 /看杂志 0． 157 0． 611 0． 303 － 0． 152 0． 513
N10 学习各种职业技能 0． 462 0． 542 0． 303 0． 129 0． 615
N11 和家人、朋友一同外出游玩 0． 038 － 0． 060 0． 831 0． 072 0． 701
N12 和家人、朋友在外出聚餐、去歌舞厅等 0． 035 0． 087 0． 778 0． 016 0． 614
N13 在家看电视 /听广播 /看电影录像 0． 008 0． 181 0． 125 0． 763 0． 630
N14 参加体育文化活动 0． 029 0． 291 0． 284 0． 581 0． 504
N15 吹拉弹唱，自娱自乐 0． 080 0． 411 0． 001 0． 533 0． 460
特征值 4． 549 2． 198 1． 856 1． 380
解释方差(%) 30． 325 14． 654 12． 375 9． 197
累计解释方差(%) 30． 325 44． 979 57． 354 66． 551






注: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旋转方法:Kaiser 标准化最大方差法，旋转在 5 次迭代后
已收敛。
























赋值 1 至 5 分。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 708。运用方差最大正交
旋转后，对上述 4 个反映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活动组织情况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提取 1 个新因子，根据其特
征将因子命名为“闲暇活动的组织”，累计方差变异解释量达到 53． 396%。同时，为了更好地展示因子得分




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 =(因子值 + B)·A。其中，A = 99 /(因子最大值 －因子最小值) ，B =(1 /A)－因子最小
值。B的公式亦为，B =［(因子最大值 －因子最小值)/99］－因子最小值(参见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资本”，刊
《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 年第 2 辑)。
参见马纯红:《农民工闲暇生活与城市社区建设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14 － 315 页。
李萍: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活动的结构性制约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活动组织的因子分析 (N =1735)
闲暇活动组织测量指标 闲暇活动的组织 共量
D1．您务工时“玩伴”平时组织闲暇活动情况如何? 0． 761 0． 579
D2．您务工所在企业平时组织休闲活动的情况如何? 0． 760 0． 578
D3．您居住的社区平时组织闲暇活动的情况如何? 0． 724 0． 524
D4．您务工的城市平时组织的闲暇活动情况如何? 0． 675 0． 456
特征值 2． 136
解释方差(%) 53． 396















E1．我所在务工企业的休闲场所和设施很少 0． 768 － 0． 190 0． 050 0． 628
E2．我所居住的社区的休闲场所和设施很少 0． 724 0． 106 － 0． 045 0． 537
E3．我所在务工城市的休闲场所和设施很少 0． 709 0． 402 0． 169 0． 692
E4．我所在城市的休闲消费水平超出了我的消费能力 0． 256 0． 707 － 0． 355 0． 691
E5．我所在城市的休闲消费水平非常高 － 0． 309 0． 692 0． 140 0． 594
E6．我所在社区的休闲设施和休闲活动只接纳本地人 0． 364 － 0． 071 0． 738 0． 683
E7．我所在城市的休闲设施和休闲活动只接纳本地人 － 0． 030 0． 485 0． 715 0． 747
特征值 1． 911 1． 428 1． 235
解释方差(%) 27． 300 20． 400 17． 643





































案都分为“非常符合”、“比较符合”、“一般”、“不太符合”、“很不符合”，分别赋值 1 至 5 分，符合程度越弱，
分值越高，说明开放性资源越丰富，其环境状态越好。本研究的 Cronbach’s Alpha系数为 0． 775，具有较高的
信度。本研究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对其进行了 KMO和球形 Bartlett检验，休闲资源量表通过 Bartlett’s球形
检验，其 Bartlett值 = 3075． 054，p ＜ 0． 000，且 KMO统计量为 0． 671，表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适合进行因




①参见埃德加·杰克逊(主编) ，凌平、刘晓杰，刘慧梅译的《休闲的制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52 －
256 页。







名为“公共休闲资源的获得性因子”。从表 3 可以看出，由 7 项测量条目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休闲资源量表
的 3 个因子分布构成合理，每一项测量条目在其因子上的载荷较高，累计方差变异解释量达到 65． 343%。




数次”、“一周数次”、“每天”，对其分别赋值 1 至 5 分，得分越高，表明其参与频率越高。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其中均值超过中分点(3． 0)的有 7 项，按照均值的高低顺序依次为:“玩手机、上网(家里或网吧)”(3． 94)、
“睡觉休息，什么也不干”(3． 93)、“逛街、散步”(3． 63)、“与家人、朋友、老乡聊天”(3． 53)、“和家人、朋友外
出聚餐、去歌舞厅等”(3． 42)、“我经常参加体育文化活动”(3． 38)、“和家人、朋友一同外出游玩”(3． 09)。
而均值低于中分点的有 8 项，按照均值的高低顺序依次为:“在家看电视 /听广播 /看电影录像”(2． 92)、“下
棋、打牌、打麻将”(2． 86)、“学习各种职业技能”(2． 25)、“洗头、洗脚、按摩”(1． 94)、“去图书馆 /博物馆 /展
图 1 新生代农民工闲暇活动参与频率排序图
注:N1 =逛街、散步;N2 =下棋 /打牌 /打麻将;N3 =与家人、朋友、老乡聊天;N4 =玩手机 /
上网(家里或网吧) ;N5 =洗头、洗脚、按摩等;N6 =睡觉休息，什么也不干;N7 =做手工(比如刺
绣) ;N8 =去图书馆 /博物馆 /展览馆等文化场所;N9 =看书 /读报 /看杂志;N10 =学习各种职业
技能;N11 =和家人、朋友一同外出游玩;N12 =和家人、朋友一起外出聚餐、去歌舞厅等;N13 =


















始因子值加以转换，使其变为范围在 1 至 100 之间的指数①，转换后的结果如图 2 所示:新生代农民工在闲
暇活动因子上的得分排序依次为观赏参与型因子(64． 803)、娱乐消遣型因子(56． 485)、社会交往型因子
·601·
①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 =(因子值 + B)·A。其中，A = 99 /(因子最大值 －因子最小值) ，B =(1 /A)－因子最小
值。B的公式亦为，B =［(因子最大值 －因子最小值)/99］－因子最小值(参见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资本”，刊


















后判定系数 Ｒ2 可以看到，自变量对学习提高型闲暇活动的解释力最大 (Ｒ2 = 0． 395，P ＜ 0． 001) ，对观赏参
与型闲暇活动的解释力次之(Ｒ2 = 0. 365，P ＜ 0． 001) ，然后是对社会交往型闲暇活动的解释力(Ｒ2 = 0． 326，P
＜ 0． 001) ，对娱乐消遣型闲暇活动的解释力最小 (Ｒ2 = 0． 246，P ＜ 0． 001)。
从模型 1 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和居住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娱乐消遣型闲暇活
动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及其平方项与娱乐消遣型闲暇活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 0． 815(P ＜ 0． 05)和





活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5． 760(P ＜ 0． 05)和 7． 653(P ＜ 0． 01) ，表明居住在出租房、员工宿舍或工地的新生代
农民工，其娱乐消遣型闲暇活动要高于自购商品房者。这是由于同质性程度较高的群体聚居形态比单独居
住更利于该群体内部的社会交往，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在熟人网络中开展“打牌”、“聊天”等娱乐消遣活动。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闲暇活动的组织与公共休闲资源获得性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1． 440(P ＜ 0． 01)和 1． 109(P
＜ 0． 01) ，表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娱乐消遣型闲暇活动有显著影响，闲暇活动组织、公共休闲资源获得性的
因子得分每提高 1 分，娱乐消遣型闲暇活动的因子会分别提高 1． 440 分和 1． 109 分。假说 H1． 1 和 H4． 1 得
以证实，而 H2． 1 和 H3． 1 未得到证实。
从模型 2 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中的各变量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提高型闲暇活动有显著影响。年龄及
其平方项与学习提高型闲暇活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786(P ＜ 0． 01)和 － 0． 011(P ＜ 0． 01) ，前者为正，后者
为负，表明年龄与学习提高型闲暇活动呈倒 U 型关系，当年龄基数较小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提高型闲
暇活动日益增加，在升到最高点后，随着年龄的持续增长，学习提高型闲暇活动又会逐步减少。外出务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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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虽存机遇但挑战更多，在现实生活中连续遇挫后意志受到消磨，学习激情也渐退。出租房、员工宿舍或





数是 － 1． 060(P ＜ 0． 001) ，两者呈负相关。表明工作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提高型闲暇活动越少。
月收入与学习提高型闲暇活动的回归系数是 1． 117(P ＜ 0． 01) ，表明月收入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学习提
高型闲暇活动参与越多。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公共休闲资源完善性和获得性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4． 165(P ＜ 0． 01)和 4． 221(P ＜
0. 01) ，这表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提高型闲暇活动有显著影响。公共休闲资源完善性、公共休闲资源获
得性因子得分每提高 1 分，学习提高型闲暇活动会分别提高 4． 165 分和 4． 221 分。假说 H2． 2 和 H4． 2 得以
证实，而 H1． 2 和 H3． 2 未得到证实。
从模型 3 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中的各变量均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交往型闲暇活动有显著影响。年龄及
其平方项与社会交往型闲暇活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 0． 931(P ＜ 0． 01)和 0． 016(P ＜ 0． 001) ，前者为负，后
者为正，表明年龄与社会交往型闲暇活动呈 U 型关系，当年龄基数较小时，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交往型闲
暇活动越少，在降到最低点后，随着年龄的持续增长，社会交往型闲暇活动又会逐步增多。外出务工时间及




为 － 8. 507(P ＜ 0． 001)和 － 9． 923(P ＜ 0． 001) ，表明居住在出租房、员工宿舍或工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
交往型闲暇活动参与要低于自购商品房者。与有独立居住空间的自购房者不同，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通常
享受用人单位统一提供的餐宿福利，且居住空间狭小，很少有家人相伴，因而较少参与社会交往型闲暇活动。
工作时间与社会交往型闲暇活动的回归系数是 － 2． 878(P ＜ 0． 001) ，两者呈负相关。表明工作时间越长，闲
暇时间相应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型闲暇活动也越少。值得注意的是，月收入与社会交往型闲暇活




性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4． 632(P ＜ 0． 001)、1． 588(P ＜ 0． 001)、1． 730(P ＜ 0． 001)和 3． 981(P ＜ 0． 001) ，这表明
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交往型闲暇活动均有显著影响。闲暇活动的组织、公共休闲资源完善性、商业休闲资
源选择性和公共休闲资源获得性因子得分每提高 1 分，社会交往型闲暇活动会分别提高 4． 632 分、1． 588
分、1． 730 分和 3． 981 分。假说 H1． 3、H2． 3、H3． 3 和 H4． 3 得以证实。
从模型 4 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中的各变量均对新生代农民工观赏参与型闲暇活动有显著影响。年龄及
其平方项与观赏参与型闲暇活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 0． 997(P ＜ 0． 001)和 0． 014(P ＜ 0． 001) ，前者为负，后
者为正，表明年龄与观赏参与型闲暇活动呈 U 型关系，当年龄基数较小时，随着年龄的增长，观赏参与型闲
暇活动越少，在降到最低点后，随着年龄的持续增长，观赏参与型闲暇活动又会逐步增多。外出务工时间及





活动又会逐步减少。出租房、员工宿舍或工地等居住类型与观赏参与型闲暇活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 5． 414
(P ＜ 0． 001)和 － 6． 372(P ＜ 0． 001) ，表明居住在出租房、员工宿舍或工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其观赏参与型闲
暇活动参与要低于自购商品房者。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闲暇活动的组织、公共休闲资源完善性、商业休闲资源选择性和公共休闲资源获得
性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1． 015(P ＜ 0． 05)、1． 293(P ＜ 0． 05)、0． 782(P ＜ 0． 001)、和 2． 090(P ＜ 0． 01) ，这表明其
对新生代农民工观赏参与型闲暇活动有显著影响，闲暇活动的组织、公共休闲资源完善性、商业休闲资源选
择性和公共休闲资源获得性因子得分每提高 1 分，观赏参与型闲暇活动因子分别提高 1． 015 分、1． 293 分
0. 782 分和 2． 090 分。假说 H1． 4、H2． 4、H3． 4、H4． 4 得以证实。
表 4 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娱乐消遣型、学习提高型、社会交往型和观赏参与型闲暇活动因子
得分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模型(N =1735)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因变量 =娱乐消遣型 因变量 =学习提高型 因变量 =社会交往型 因变量 =观赏参与型
B(SE) B(SE) B(SE) B(SE)
控制变量
性别(女性 =参照项) － 4． 233＊＊＊＊(1． 686) 8． 835＊＊＊＊(1． 024) 4． 200＊＊＊(0． 847) 1． 226＊＊＊(0． 366)
受教育程度 1． 705(1． 428) 3． 207＊＊＊(0． 867) － 2． 558＊＊＊(0． 717) 0． 810(0． 310)
婚姻状况(未婚 =参照项) － 3． 812(2． 659) － 9． 870＊＊＊(1． 615) 3． 133＊＊＊(1． 336) 3． 496＊＊＊＊(0． 577)
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 =参照项) － 3． 676(2． 494) － 3． 105＊＊(1． 515) － 2． 797＊＊(1． 253) － 2． 820＊＊＊＊(1． 541)
年龄 － 0． 815＊＊(1． 270) 0． 786＊＊＊(1． 075) － 0． 931＊＊＊(0． 889) － 0． 997＊＊＊＊(0． 384)
年龄的平方 0． 012＊＊(0． 029) － 0． 011＊＊＊(0． 011) 0． 016＊＊＊＊(0． 014) 0． 014＊＊＊＊(0． 006)
外出务工时间 0． 708(0． 641) 1． 006＊＊(0． 389) 0． 912＊＊＊＊(0． 322) 0． 907＊＊＊(0． 139)
外出务工时间的平方 0． 026(0． 026) － 0． 062＊＊＊(0． 016) － 0． 066＊＊＊(0． 013) － 0． 057＊＊＊(0． 006)
居住类型(自购商品房 =参照项)
出租房 5． 760＊＊(5． 202) － 6． 236＊＊＊(3． 160) － 8． 507＊＊＊＊(2． 614) － 5． 414＊＊＊＊(1． 128)
员工宿舍或工地 7． 653＊＊＊(5． 292) － 9． 974＊＊＊(3． 214) － 9． 923＊＊＊＊(2． 659) － 6． 372＊＊＊＊(1． 148)
工作时间 － 0． 878(0． 810) － 1． 060＊＊＊＊(0． 492) － 2． 878＊＊＊＊(0． 407) － 1． 166(0． 176)
月收入自然对数 － 1． 578(1． 300) 1． 117＊＊＊(0． 790) － 3． 834＊＊＊＊(0． 653) － 1． 920(0． 282)
预测变量
闲暇活动的组织 1． 440＊＊＊(2． 375) 1． 721(1． 443) 4． 632＊＊＊＊(1． 194) 1． 015＊＊(0． 515)
休闲资源
公共休闲资源完善性 0． 351(2． 292) 4． 165＊＊＊(1． 392) 1． 588＊＊＊＊(1． 152) 1． 293＊＊(0． 497)
商业休闲资源选择性 1． 049(0． 973) 0． 704(0． 591) 1． 730＊＊＊＊(0． 489) 0． 782＊＊＊＊(0． 211)
公共休闲资源获得性 1． 109＊＊＊(0． 966) 4． 221＊＊＊(0． 587) 3． 981＊＊＊＊(0． 485) 2． 090＊＊＊(0． 209)
Adjusted Ｒ2 24． 6% 39． 5% 32． 6% 36． 5%
F 17． 364＊＊＊＊ 27． 739＊＊＊＊ 31． 208＊＊＊＊ 31．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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